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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伶仃”：1937 年“9·14”虎门海战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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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民国以降，“闽系”海军把持海军战史编纂话语权。格于派系纠纷，其对“粤系”海军主导之“9·14”虎

门海战着墨不多。经初步考证，1937 年 9 月 14 日，日海军突袭虎门，旨在封锁珠江出入海口，切断海外援华路，

并无从海路大举进攻广州之意。是役，虎门要塞炮台与广东海军配合得当，是为中方取得海战胜利之关键。“9·14”

海战当日，日方共出动军舰 5 艘；广东空军曾临空助战。海战中，中方击沉日驱逐舰一艘；而“肇和”舰长方念

祖并未“临阵脱逃”，系后来者有意“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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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7 月，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时任民国海军

总司令的陈绍宽在专为《训练与服务》月刊撰写《抗

战六年来的海军》一文时回忆到，抗战初兴，由于自

身实力有限，无法直接在海上与日军对抗，海军被迫

放弃出海作战，而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江阴、武昌等地，

协助陆空军保卫长江一线。对此有人揶揄海军此举无

异于自动“降格”为“江军”，并发出了“海军到哪里

去了？”“中国没有了海，哪里还有海军？”等疑    

问。[1] 

诚然，迟至 1937 年 7 月日本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

战争，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差距相当悬殊。深知“中国

海军战力，非但无法从事海战，予日本海军以有效之

打击，并且无招架之力”[2]的国民政府，制定了“海

军于开战初期，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

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3]

的计划。因此，抗战初期，确也罕见中国海军主力与

日海军间海上直接作战之记 录。[4] 

然而，少见却并不等于未有。事实上，1937 年 9

月 14 日，中日双方海军就曾在广东虎门海口发生过

“抗战中仅有的一次中日海军军舰的对抗”[5]，由于

得到空军与虎门海岸炮台的配合，是役，广东海军击

退了日军的进攻。此后在广州沦陷前一年多时间里，

中日双方又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口海面，发生了大小

数十次的空海战斗，而日军也始终无法从海上攻陷虎

门要塞。直至 1938 年 10 月日军登陆大亚湾，绕道攻

陷广州，虎门海口要塞“仍屹然无恙”。[6] 

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是发轫于民国年间的“海军

史”“海战史”研究或是晚近兴起的“抗战史”研究，

均明显关注不够，对其来龙去脉，始终缺乏较为系统

之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检讨既有研究何以“忽

略”“误解”此段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能见之各类

资料对虎门海战之前后经过及其影响略作探讨，以期

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之深入。 

 

一、民国海军派系之争与虎门海战被

“忽略” 
 

据现有相关研究可知，为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

验、教训，1939 年前后，随国民政府迁播重庆的海军

总司令部，①即着手开始整理、编写海军抗战之记   

录。[7]然而检诸当日海军总司令部编纂之各类海军战

史资料可知，除《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等专论提及

1937 年 9 月前后广东海军曾配合广东空军、虎门海岸

要塞炮台对日海、空军作战之情况外，其他众多文献，

基本对此次海战避而不谈。[8](1813) 

民国海军总司令部主持编纂之战史资料，主要内

容多为海军第一、第二舰队等在长江沿线阻敌西犯之

战例，对广东海军之此次海上对敌作战则着墨不多。

一方面固然与抗战军兴以来，海军主力“集中力量，

专事长江”，华南地区海军战报情况获取不宜有关外，

另一方面，也与民国以降，政局紊乱，海军名为统一，

实则内部“马尾”“青岛”“黄埔”等派系林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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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倾轧不无关系。由于闽人长期掌控海政大权，以中

央正统自居，②故其操持编纂之战史资料，多叙嫡系第

一、二舰队之战功，至于“青岛”“黄埔”乃至稍后兴

起之“电雷”各系之战绩，则难入其法眼。因此，即

便提及虎门海战之论著，对此役经过之记述亦多“语

焉不详”“轻描淡写”，甚至连指挥虎门海战之广东籍

海军将领陈策之名亦只字不提。 

抗战前后“闽系”海总编纂海军战史轻视乃至忽

视“青岛”“黄埔”等系对日作战之做法，也影响到国

民党退守台澎金马后台湾学界有关海军抗战史之研

究。尤其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社会“解严”以前，

台湾学界关于海军与抗战关系之研究，除与海军交往

不深的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

偶有涉及之外[9](45−46)，其他由台湾海军军方或与之关

系较密切者所出版之各类论著，则几乎照搬上述 1940

年前后海军总司令部刊行作品之编写范式，着重叙述

海军在长江沿岸对敌之堵塞战、水雷战，基本未提广

东海军等在抗战中的活动情况。③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

初，台湾社会转轨完成，台湾“近现代史”研究摆脱

政治话语干扰后，相关研究才开始注意到 1937 年 9

月前后中日双方在虎门海域发生的这场战事。[7](184−186) 

较之台湾学界格于战报资料限制以及民国以降之

派系杯葛，未将 1937 年前后广东海军抗战、中日虎门

海战等问题纳入“海军史”“抗战史”叙述中，由于没

有太多“历史包袱”，在同样少见相关档案记录的情况

下，大陆方面则于 1962 年前后，在《广东文史资料》

上刊载了曾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关于虎门要塞史

略的回忆性文章。文中李洁之不但详述了晚清、民国

以来虎门要塞海防之沿革变迁，同时也对 1937 年 9

月中日虎门海战以及 1938 年 10 月日军进攻虎门要塞

等情况作了专门回忆。[10]此后，大陆方面又陆续以文

史资料的形式刊载了曾任“海周”舰大副黄里、广东

省江防司令部参谋胡应球等人关于广东海军与中日虎

门海战的回忆文章。 

诚然，1949 年以后大陆各级政协所征集与发表之

文史资料，并非属专业之“学术研究”范畴，且受囿

于忆述者当日的环境与心境，内中之记录或颇有失真

与不足。但李洁之、胡应球的文章某种程度上不乏学

术参考价值，或可视作大陆方面关于虎门海战研究之

滥觞。得益于此，至上世纪 80 年代国民政府正面抗战

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后，大陆学界部分论著便始有

专章对虎门海战之相关史事进行了探讨。[11] 

整体而言，目前台海两岸研究界已注意到七十余

年前，中日双方海军在珠江口发生的这场海战，近年

来相应研究成果亦可谓与日俱增。④然而由于文献缺乏

以及受研究导向制约，总体观之，两岸学者对此问题

之讨论深入不够，多数研究或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

以致以讹传讹。时至今日，此次战事依旧给人以迷雾

重重、“能见度”较低之感。[6] 

 

二、配合舰队海战与战前虎门 
要塞之整备 

 

就现存之各类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一般视 1937

年 9 月前后之虎门海战为中日两国海军舰船于海上之

直接争锋，较少言及此次海战中方最终能御敌于海口

之外，系广东海军与虎门要塞炮台协同作战之结果。

然而就现存可见之资料来看，无论“9·14”虎门海战

爆发当日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发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

会的两封电报，以及战后由国民政府军政部编纂之《粤

海军虎门作战史实》报告，或是当日国内报刊之报道，

内中皆有“我要塞炮加入攻击”“我要塞炮击伤敌舰”

等语，可知此次战斗虎门要塞非但加入了战斗，且在

海战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之作用。[6]而虎门要塞之

所以能在是役中配合海军发挥作战效用，则与晚清、

民国以降，广东地方当局对炮台之修缮、保养有关。 

早在清代初年，清廷为“扼海口备御寇”，以“靖

海洋”故，便开始着手在伶仃洋口之虎门等处修筑炮

台。[12]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虎门炮台为英军所摧毁

后，清廷在战后迅速予以重建。第二次鸦片战争，虎

门炮台再遭破坏，此后由于清廷着力于对太平天国、

红兵起义之围剿，无力关注沿海海防，虎门等地之“扼

险炮台，全行废堕”，长期未能修复。同治十三年(公

元 1874 年)，日人进犯台湾，清廷东南海患日炽。在

“海防大讨论”之背景下，经由数任粤督张树声、张

之洞、李瀚章等人先后主持，“参酌中西之制”，购置

德国克虏伯、英国阿姆斯特朗新式海岸炮，于虎门炮

台旧址，构筑了西式炮台。到光绪十四年(公元 1888

年)，前后经历约 15 年，虎门炮台重建工程始告“大

备”。由于同治年间重修之虎门西式炮台，较之此前之

旧式炮台，立足于远距离打击，以在更大范围内控制

珠江口洋面，并能与军舰协同作战，形成珠江出海口

的整体防御体系。[13]因此，清季的这一海防军事遗产，

在清亡以后被民国军政当局所接收、继承。 

据曾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回忆，中华民国成

立后，以原水师提督所辖之虎门、长洲炮台以及部分

水雷队、交通运输船只为基础，成立了虎门要塞司令

部，隶属于广东大都督下设之陆军司，至此虎门要塞

这一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4](100)然而由于民初以

来时局混乱，虎门要塞隶属关系数经更迭，要塞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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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走马换灯”。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要塞之各项

设施非但未得到整顿、加强，反倒由于“内战频仍”，

要塞“塞务废弛，工程毁坠，若隧道则半就倾圮；若

林木则被伐殆尽；若防御工事及保护铁甲等则仅存形

迹”，[15]甚至因“粤中迭经变乱”，出现“各炮之炮闩

及机件多有遗失”，要塞岸炮被挪作他用等问题，导致

要塞官兵风纪“每况愈下”，要塞战斗力较之从前“大

为削弱”。[14](101)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陈济棠统一广

东，内部政局稍微稳定，与此同时，日人入侵外患日

剧，作为海防重镇之虎门要塞才再次得到地方政府重

视，予以修缮、整顿。 

陈济棠主粤后，为防备海患，适应形势需要，陈

济棠开始对虎门要塞进行整饬。依照李洁之的说法，

其前任陈庆云或其后继者陈策等所做之工作，不过仅

为扩充组织、恢复部分编制，以亲信之“不学无术之

徒”充之，对要塞之各项设备并无革新与建设。直至

“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任虎门要塞司令后，才从

编制调整、士兵训练、要塞内部道路建设、掩护林木

种植以及装备添置、修缮等方面对虎门要塞作了全面

整顿，并认为此类工作在抗战中“起了作用”。[14](104−107) 

诚然，李洁之任职虎门要塞司令期间，虎门炮台

在一定程度上确得到不小之“升级”。[16]然而，考虑

到李洁之的说法出自三十年后所做之回忆，且陈庆云、

陈策在 1949 年以后或远赴外洋，或已作古，无法予以

回应，故对其关于二陈于虎门要塞之修缮、整顿毫无

贡献之说，后来者应持一种更为审慎之态度。 

事实上，结合现存之其他资料考察可知，早在陈

庆云接手虎门要塞司令后不久，他即注意到“广东之

门户，香港以外厥为虎门。在此海军不振之情形之下，

虎门之安危，广东之安危系焉。而南数省之安危又因

以系焉”。 [17](787−2370)为此他不但协同德国专家勘验并

主持各炮台之道路建筑、营房修建、防护林之栽种等

工程[18]，且淘汰军士中“老幼、世袭及副业式(屯田式)”

者，重新整理虎门要塞之防务编制。[19]他亲自赴广州、

香港等地配制各炮位所需之炮闩、机件及弹药，使“各

炮皆全，未有不能施放者”。[17](787−2370) 

到李洁之的继任者陈策时期，尽管虎门要塞之防

务已收归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掌控，但陈策仍参照

此前实地考察过虎门炮台之德国专家马德的意见[20]，

从炮械、机件之改良，辅炮、守兵增加，交通、通讯

改进，以及“完成防空设备，与炮台员兵之选择训练

等”方面，继续对虎门要塞之各项设施作了“补苴罅

漏”等工作。最终使炮台“纵勿敢夸为金汤之固，亦

足以控制敌舰，固我门户而有余矣”。[15] 

从上述陈庆云与陈策关于要塞整备之内容来看，

其与李洁之的计划非常类似，足见自陈济棠主粤始，

虎门要塞战备工程上的整体延续性。而如若考虑在李

洁之前后，除陈庆云与陈策出任过虎门要塞司令外，

尚有冯焯勋、张达、杨幼敏等人担任过该职，[21]但由

于冯、张、杨等人任职时间较短，且李洁之在回忆中

丝毫未提及他们与虎门要塞建设之关系，这从侧面亦

说明陈庆云、陈策在改造与加强要塞战备方面作出了

较大的贡献。 

由于经过陈庆云、李洁之、陈策等几任要塞司令

之努力，到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前，虎门要塞战

斗力已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治以降在鸦片战争旧址上

修筑之新式虎门炮台，绝非锈迹斑斑之抗英历史文物，

而是“各炮保存尚好，其机件亦全，故炮皆能施放”，

基本恢复了江防、海防军事功能。经德国军事专家达

尔马在抗战前对其进行评估后认为，虎门要塞整体实

力“实优于扬子江其他各要塞之上”。[22]这为“9·14”

虎门海战，要塞能够配合广东海军，击退日军进攻打

下了基础。[23] 

 

三、“9•14”虎门海战当日之情形与 
相关问题之考证 

 

如前所述，经由数年之整顿，到 1937 年“七·七”

事变前，虎门要塞各炮位基本恢复了控制珠江口洋面，

协同海军作战之能力。与此同时，深知实力有限，难

与日海军在外海直接较量，就在 1937 年 8 月日本方面

宣布封锁东南沿海后不久，广东江防司令部在虎门要

塞司令陈策的统一协调指挥下，于珠江主要出海水道

布置了水雷，[9](45)并“择要以沉船载石，阻塞航路，

以配合陆军拒敌由水道进攻”，同时派出“肇和”“海

周”等舰，“巡弋于虎门至大铲一带，协同要塞作战”。

由于战前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使得 9 月 14 日凌晨，日

海军突入虎门海口，中国守军能够迅速予以反击。 

而从目前能见之材料来看，较早详细记录“9·14”

虎门海战当日战况之文献，系国民军政部于是役后不

久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下简称“《史实》”)。

现援引《史实》记载如下： 

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凌晨，敌舰五艘以“夕张”

轻巡洋舰为旗舰，以并列横队形向我虎门进攻。事前

我已获情报，经陈司令转饬各舰与要塞炮台彻夜戒备。

十四日凌晨，“海周”与“肇和”两舰奉命由大虎开出，

搜索前进。其时曙光初显，航至沙角炮台正横，即发

现敌舰黑影，急以信号报告要塞陈司令及“肇和”军

舰。三分钟后，敌向“海周”舰发炮，我舰当即还击，

“肇和”接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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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正弹着，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

中，其时双方炮战逐渐增强，我要塞炮亦加入攻击。

二十分钟后，敌舰队形紊乱，判断其已开始撤退，我

“肇和”舰舰长方念祖以勇敢决断下令横船，使舰首

尾及傍炮一齐集中射击。总计炮战三十五分钟，敌旗

舰“夕张”号被毁，逃约十海里后沉没，尚有二艘负

伤，我“海周”舰舰尾中弹三枚，死士兵三名。闻敌

指挥官阵亡，惟未能查出姓名。[6] 

综合考察现存之其他档案、报刊以及口述资料，

可知上述《史实》记录，大体符合“9·14”海战当日

之情形。然而，内中几处细节问题，较之其他各方说

法，却颇有相抵牾之处(当然，其他各方说法之间亦有

相左之处)。1937 年 9 月 14 日，日方突袭虎门海口，

引发中日双方海战，是否系日军事先刻意准备，意欲

从海路攻占广州，《史实》中并未说明。“9·14”海战

当日，日方出动军舰数量，各类资料之记载不尽相同。

中方“肇和”舰在此次海战中到底是“英勇作战”或

系“临阵脱逃”，曾任“海周”舰二副的黄里的回忆，

与陈策之报告以及军政部之记录相异。此外，海战当

日广东空军是否出动，日舰“夕张”号有无被击沉，

诸多疑问，尽管学界已作了一定程度之讨论，但囿于

认识及材料掌握之限制，叙述不够详实，且研究者说

法不一，尚有深入收集史料、细加探究的可能。兹分

别作重新检讨如下。 

(一) 关于日本军舰海上进犯虎门之目的 

由于《史实》并未说明 1937 年 9 月 14 日日军悍

然袭击虎门海口出于何种原因，因而既往诸多研究一

般以为，“9·14”海战之发生，系日海军根据日方御

前会议决议，试图从海上大举进攻华南、广州之举。⑤

然而，检诸日本海军战后出版之相关材料可知，1937

年 9 月前后，日本海军并未接到攻占华南、广州的命

令。9 月 14 日日本海军之所以派出舰队游弋于珠江海

口，一则是鉴于淞沪战事爆发，华南方面反日情绪“更

趋激化”，日外务省于是年 8 月 15 日下令从广州等地

紧急撤侨，日方军舰加强在广州附近海域活动，意在

配合日外务省进行撤侨行动。[24](242−243)此外，1937 年

9 月前后，日本海军省、外务省发布封锁中国东南沿

海、禁止“中国公私船只出入中国领海”的命令。日

海军加强对伶仃洋口等海域中国舰船之“监视”并予

以“解决”，亦有配合执行上述训令，试图切断经香港

转道广东水路而进入中国内地之海外援华补给线，从

而达成“屈服中国军民”之意。[24](243) 

事实上，早于 1937 年 9 月以前，日军便不时有骚

扰虎门海口等水域之举动。是年 8 月，日海军就已出

动过飞机对虎门要塞及广东海军布防等情况作过空中

侦察。此后，又有日机空袭虎门要塞，被守军击落，

以及日舰炮击赤湾、攻占大铲岛，控制虎门海口外围

等记录。[14](309)而 1937 年 9 月 13 日，发生了广东空军

误炸本国“海周”等舰的偶发事件，事后日军可能以

为中国海军、空军的配合颇存罅隙，有机可乘，遂于

是夜才首次派出“夕张”号等兵舰，潜伏在虎门外舢

板洲后，希图于次日从海上向虎门要塞进攻。因而当

日中日双方一般视此次海战为日海军之一次试探性的

进攻。[14](315) 

由此可以认为，尽管“9·14”虎门海战前，日海

军在伶仃洋海域附近已有所准备，但其对虎门要塞及

中国海军在珠江口之布防情况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其

炮击虎门要塞很可能意在“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

中方“注意到粤南较远方面，而多少松懈了陇海线上

的战斗”。[25]故将“9·14”虎门海战视作日军将从海

路上大举进攻广州之始，恐须斟酌。 

(二) 海战当天日方出动军舰数量 

根据“9·14”海战当日《申报》源于广州方面之

报道“日舰五艘，……向虎门炮台轰击”[23, 26]，这一

记录与陈策在海战当日发给蒋介石等密电中报告之

“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向我虎门进攻”数量相

同。[6]然而就在“9·14”海战后第二天，《申报》驻

香港记者却一改前一日之说法，声称“敌舰疾风、早

苗等六艘，十四晨……犯虎门”[27]，随后《申报》但

凡源自香港方面关于“9·14”海战之相关报道，多援

引 9 月 15 日之报道，认为进犯虎门之日舰数量为 6

艘。[28] 

此后，曾亲历过“9·14”海战的“海周”舰二副

黄里，则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相关回忆中认为，海战

当日日军出动之兵舰数量为 3 艘。[14](316)黄里的回忆得

到了学界部分研究之援引与肯定。而同样是上世纪 80

代初，在秦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中，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晨，

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自伶仃洋直向虎门疾

驶……”[9](45)如此，关于“9·14”海战日方出动兵舰

数量，目前存有 4 种说法。由于暂未发现日方相关材

料的记载，现仅能就中方之相关记录，初作判断。 

考虑到黄里的说法系事隔 40 余年后之回忆，且其

在叙述时，并未直接表示进袭虎门之日舰为 3 艘，而

是在谈到“我方飞机及时奉命到来助战”时，才提到

“三艘日舰才不得不退去”。与此同时，联系黄里回忆

的前后文来看，他在回忆中始终未正面提出日舰出动

的数量，是故可以认为，黄里对“9·14”海战日方出

动军舰数量之记忆并不清楚，其说法颇可商榷。而秦

孝仪等编纂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日舰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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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艘的说法，虽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无论是编纂

者或是支持者，并未言及其记录之具体来源，且此说

亦未见之于他处，明显系孤证。在尚未有新资料发现

前，秦孝仪等人之说法似可予以暂时排除。 

至于《申报》关于“9·14”海战前后两日相互矛

盾的记载，如若检之其报道之细节，或可察见部分端

倪。如前所述，《申报》在“9·14”海战当日曾根据

广州方面的消息报道，是役日方出动了兵舰 5 艘。而

在海战后第二日即 9 月 15 日，《申报》又根据香港方

面的消息，对之前日舰数量的报道作了修改，声称

“9·14”海战进犯虎门之日舰为“疾风、早苗等六艘”。

然而就在 9 月 15 日《申报》同期之新闻中，又有报道

根据广州“官场消息”表示，进犯虎门之日舰为 5 艘，

而该期《申报》中另有报道援引虎门要塞司令陈策于

14 日晨击退日海军进攻后，与中央社记者的通话谓，

进犯虎门的日舰为 5 艘。无论是广州“官场消息”，或

是陈策与中央社记者的通话，皆与陈策在海战当日发

给蒋介石之密电一致，表明海战当日虎门要塞方面及

国民政府广州军政当局获取的袭击虎门要塞之日舰数

量为 5 艘。而“6 艘”之说，明显系《申报》驻香港

记者获悉之传闻，可能并未得到核实。 

事实上，“9·14”海战进攻虎门之日海军舰船数

量为 5 艘，战后也得到了国民政府中央军政当局的肯

定。在其后国民政府中央战史机构编纂之相关战史论

著中，基本认定 1937 年 9 月 14 日，进犯虎门之日军

为“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14](1813)，可知“9·14”

海战当天日方出动军舰数量为 5 艘明矣。 

(三) 海战当日“肇和”舰之行动 

据“9·14”虎门海战当日陈策发给蒋介石等之密

电汇报中提到：“肇和海祈周两舰”海战中皆“开炮助

战，……官兵均异常奋勇沉着”，而上引是役后军政部

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也表示“‘肇和’接

要塞信号即加速前进，向敌舰攻击，经三次修正弹着，

卒于距离一万一千米之射程将敌旗舰命中”。[6]对此，

曾任“海周”舰二副的黄里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

在回忆文章中表示海战中“肇和”舰由于“舰长贪生

怕死，畏缩不前，不敢抵抗”，以致“事后以临阵退缩

罪，判处枪决”。[14](316)而曾任民国东北海军上校舰长

的张凤仁在其回忆中之表述更夸张，他非但认为“肇

和”舰未参加虎门海战，且表示舰长方念祖海战当日

并“未在舰上，粤当局以擅自离舰的罪名处以死   

刑”。[29]那么，“9·14”虎门海战当日，“肇和”舰之

行动到底怎样？上述两种说法，又何以如此大相    

径庭？ 

其实早在“9·14”虎门海战后不久，《申报》驻

广州记者曾对参与过“9·14”虎门海战之“海周”舰

某高级职员作过专访。据该职员表示，海战中他曾在

“海周”舰上以“望远镜瞭望”，目击到“肇和”舰发

炮击中“敌舰之尾部，舰尾敌旗堕入大海中”，这与《粤

海军虎门作战史实》中之记录一致。而如果注意到同

在“海周”舰上，且参加过战斗的黄里在其后之回忆

中只字未提“肇和”舰有开炮乃至命中敌舰之举，则

若非事隔时久，其记忆不清，则是选择性地有意对之

回避、隐瞒了。目前来看，黄里刻意回避了这一问题

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与方念祖及“肇和”舰原属东北

海军即“青岛系”，奉系军阀倒台后，转投广东海军，

非粤海军嫡系有关。在黄里回忆文章开篇，他便对方

念祖颇有微辞，认为“方舰长当众说日舰炮火如何的

厉害，航速如何的快，我舰各方面均落后等等”，给包

括“海周”舰长陈天得、“肇和”“海周”两舰总指挥

姜西园等“粤系”海军军官等以“印象不佳”之      

感。[14](314)因此，虎门海战中，“肇和”舰即便有发炮

并命中敌舰之举，黄里可能也未必愿意在回忆中为其

“贴金”“背书”。⑥至于黄里所说方念祖因虎门海战当

日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后以“临阵退缩罪，判

处枪决”，无论陈策当日向国民政府中央之密报或是稍

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史实》，皆未提及方

念祖与“肇和”舰这一情节，则方念祖以“临阵退缩

罪”被撤职枪毙，或别有他因，并非与“9·14”海战

中其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一事相关。 

据曾在“9·14”海战后亲眼目睹“肇和”舰被日

机炸沉之原“福安”舰长黄雄回忆，“9·14”海战后，

方念祖率“肇和”舰退回黄埔河面碇泊。日机发现“肇

和”舰所在位置后，曾多次派机轰炸。当时军事委员

会行营一部分亦设在黄埔(长洲)，行营认为日机轰炸，

影响其安全，曾商方念祖，差他驶离黄埔，但方本人

始终未予理会。而“肇和”舰为日机炸沉后，军委会

行营于是以方念祖“临阵退缩”罪名，借机将他      

枪毙。⑦ 

因此，综上可知，源于派系杯葛，黄里在回忆文

章中，有意回避了方念祖率“肇和”舰在“9·14”虎

门海战中发炮命中敌舰的这一功绩。他对方念祖海战

当日，主动下令“肇和”舰撤退，以“临阵退缩罪”

被枪决一事之回忆也并不准确。而黄里的“选择性记

忆”，迨传至东北海军出身，未曾亲历海战，且对方念

祖驾舰“倒戈”“南逃”颇为不满之张仁凤处时，则难

免以讹传讹，被夸大其词为“肇和”舰未参加虎门海

战，海战当日方念祖并“未在舰上，粤当局以擅自离

舰的罪名处以死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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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东空军是否出动 

受囿于将“9·14”中日虎门之战定义为海战的关

系，无论是前引军政部战后编撰之《粤海军虎门作战

史实》，或是目前所见之各相关研究，一般多叙海军在

此次战斗中之功绩，较少言及空军于是役之作用。然

而从“9·14”海战当日之报道以及相关亲历者之回忆

中可知，“9·14”海战，得益于空军之及时到来助战，

最终使日舰不得不退去。[14](314)陈策海战当日发给国民

政府中央密电中有“我机追踪轰炸”等语，也印证了

海战当日广东空军有出动。[6] 

广东空军之所以能在“9·14”海战当日出动并配

合海军作战，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早自 1931 年始，为加

强防备，巩固要塞，广东军政当局便曾调派飞机常驻

虎门附近机场。[30]另一方面，则与要塞司令陈策平日

厚待空军将士，在广东空军中颇有人脉，海战当日能

够迅速联系广东空军协同作战有关。因此，诚如那时

《申报》之报道所言，“9·14”虎门海战“重创敌舰”，

实为“我海陆(要塞炮台)空”对日军舰之“夹击”     

所致。 

(五) 海战当日日舰有无被击沉 

有关“9·14”虎门海战当日，有无日舰被击沉之

问题，根据“9·14”海战后军政部编撰之《粤海军虎

门作战史实》，认为海战当日“敌旗舰‘夕张’号被毁，

逃约十海里后沉没”。然而除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后人在

其所编撰之《陈策将军纪念集》中支持这一说法外，

目前所见，无论是陈策在海战后发给军政部之密报，

或是海战当日各方的报道，以及稍后之相关研究，皆

未提及“夕张”号被击沉一事。而从目前可知的材料

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夕张”舰曾调赴所罗门群

岛等地与美海军作战，直至 1944 年 4 月 27 日，被美

军潜艇击沉于帕劳岛海域。由此观之，“9·14”海战

当日，“夕张”舰很可能未被中方海军击沉，《史实》

等之记录或有误。 

那么此次战斗，又是否有日方其他军舰被击沉？

在日方相关材料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结合中方相关资

料，后来者或能对这一问题有所“窥探”。据陈策海战

当日发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之密报曰，中方海军、岸

炮曾“击伤敌舰一艘”，由于敌舰逃脱，陈策报告中并

未提及被击伤之敌舰是否沉没。[6]不过在海战后不久，

《申报》援引大鹏湾附近渔民之报告称，14 日进犯虎

门要塞，被中方击伤之日舰，“在大铲海面沉没”。这

一消息也得到了曾亲历“9·14”海战之“海周”舰某

高级职员的肯定。而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

战史部门编撰之《中国海军对日抗战经过概要》《粤桂

区海军抗战纪实》等“叙功不叙过”之宣传资料来看，

内中也曾提到“9·14”海战当日，有“敌驱逐舰一艘”

被中方“击中后沉没”，但并未说明此舰即为“夕张”

号，也未说明此舰之名号。[8](1880)是故，可以初步断定

“9·14”虎门海战当日，确有日方军舰一艘被中方海

军、岸炮击中后沉没。⑧但此舰恐非日方之旗舰“夕张”

号，而是随“夕张”一道进攻虎门的日军 5 艘军舰中

之某一艘驱逐舰。 

 

四、小结 

 

囿于民国成立以降海军内部之派系分歧，以及华

南战区海军战报资料来源之限制，抗战期间，由“闽

系”海军把持之民国海军战史编纂部门，对 1937 年 9

月 14 日“粤系”海军与日海军在珠江入海口发生之抗

战期间中日双方惟一之海上对决，有意无意“视而不

见”，这导致相当长时期内，学界对此次海战知之甚少。

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海峡两岸研究界方

才注意到这场几乎被“遗忘”的海战。然而，受文献

缺乏以及研究导向之制约，目前有关“9·14”海战之

各类研究深入不够，多有以讹传讹等问题。时至今日，

此次海战仍给人以迷雾重重，“能见度”较低之感。 

结合目前能见之各方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作再检讨，可发现：“9·14”海战，绝非简单之中日

两国海军舰船之海上争锋。海战中，虎门要塞炮台配

合广东海军，击退日军进攻，发挥了不小作用。这与

自陈济棠主粤始，广东地方当局对虎门要塞加以修缮、

整备，使之恢复战斗力有关。 

至于较早详细记录“9·14”海战当日战况之文献，

系国民政府军政部于是役后不久所编撰之《粤海军虎

门作战史实》。该《史实》之叙述，大体符合“9·14”

海战当日之情势。惟“9·14”当日，日海军突袭虎门

海口，意欲为何，以及海战中日方出动军舰数量、“肇

和”舰之具体行动、广东空军是否出动、有无日舰被

击沉等问题，《史实》所载与其他资料相左(当然，其

他资料间亦有相互冲突处)。 

在部分缺少日方相关文献的情况下，经初步考证，

认为：1937 年 9 月 14 日海军悍然进攻虎门海口，旨

在封锁珠江出入海口，切断经香港转道广东水路进入

中国内地之海外援华补给线，恐并无从海路大举进攻

广州之意。“9·14”海战当日，日舰出动数量为 5 艘。

“肇和”舰在舰长方念祖率领下，曾发炮击中敌舰；

方念祖后以“临阵脱逃”罪被枪决，非因海战中主动

下令“肇和”舰撤退，而系此战后违抗军委会行营命

令，拒绝驾舰驶离黄埔(长洲)水域所致。得益于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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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司令陈策与广东空军的交好，海战当日广东空军

曾临空助战。海战中，中方海军、岸炮联合作战，曾

击沉日方军舰一艘，但该舰并非日海军旗舰“夕张”

号，而是随“夕张”一道进攻虎门的日军 5 艘军舰中

之某一艘驱逐舰。 

 

注释： 

 

① 国民政府海军原由海军部统一指挥。南京沦陷后，1938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下令海军部暂行裁撤，改设海军总司令部，

隶属于军政部。参见苏小东的《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

州图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16 页。 

② 有关抗战结束前民国海军之派系纷乱，以及“闽系”海军操持

中央大权的讨论，参见：韩真.民国海军的派系及其形成[J]. 军

事历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③ 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1970

年版，第 994−1031 页；王家俭.海军对于抗日战争之贡献[J]. 海

军学术月刊，1987 年第 7 期，第 8−26 页；庄义芳.海军与抗

战[J]. 海军学术月刊，1987 年第 7 期，第 27−37 页；柳永琦

编的《海军抗日战史》，1994 年版。当然，较之抗战前后海总

编纂之战史，由于此时“电雷”系成员多已成为台湾海军骨干，

故主要由台海军军方出版的这类研究，增加了关于“电雷”系

以及欧阳格等人在抗战中对日作战情况的记叙。 

④ 近年来台海两岸出版之有关“9·14”虎门海战之成果，可参

见张力《从“四海”到“一家”：国民政府统一海军的再尝试：

1937−1948》，刊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96 年

第 26 期，第 279 页；饶品良.广东海军对日作战研究述略[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第 78 页；

陈悦的《民国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47−448 页。 

⑤ 相关讨论参见史滇生. 中国海军抗战述评[J].军事历史研究，

1987 年第 4 期，第 84 页；黄利平.抗战时的虎门要塞[J].《岭

南文史》，2008 年第 2 期，第 34 页；饶品良.广东海军对日作

战研究述略[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第 78 页。 

⑥ 事实上《申报》中“海周”舰那位高级职员，也未提及“肈和”

舰击中敌舰系方念祖之指挥，而将功劳归之与“粤系”海军关

系更密切之“冯汝珍各重要人员”。在此，他明显将“肈和”

舰与非广东海军嫡系的舰长方念祖作了有效切割。足见主要系

“粤系”海军掌控之“海周”舰军官，与“肈和”舰长方念祖

间的派系纠葛。 

⑦ 参见陈安邦，陈安国合编的《陈策将军纪念集》，该书由陈安

邦、陈安国二人自费于 2011 年在香港印刷的未刊资料，第 73

页。 
⑧ 至于海战中日舰为中方所击沉，均系中方材料之记录，在尚缺

日方材料佐证的情况下，这类材料又是否有被“夸大”的问题？

诚然，考虑到海战当日粤海军出动的“肈和”“海周”等舰，

若非舰龄偏大，即系由他种舰支改装而成，较之日海军出动的

“夕张”号等舰，吨位小、航速低、火力弱，战斗力上有明显

的差距。如若单以此类舰只在海上与日舰作正面对决，无论如

何中方亦无法击退、乃至击沉日舰。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此

次海战，并非仅系中日两国海军舰船间之海上争锋，海战中，

虎门要塞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自陈济棠时期，历经数任

要塞司令整备、修缮，虎门要塞各炮位“俱臻良好”，能协同

海军舰只，基本控制伶仃洋海口。因此海战中，日方有军舰被

击沉，很可能系中方海岸炮之命中所致。至于日舰之撤退，则

很可能得益于中方空军之出动。参见黄利平.抗战时的虎门要

塞[J].岭南文史，2008 年第 2 期，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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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the “9·14” Humen naval battle in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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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jian Navy” controlled the discourse of Naval History Writing. Because of 

the faction conflict, the study of Guangdong Navy and “9·14” Humen naval battle was not enough.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could find that in September 14, 1937, the aim that Japanese Navy attacked at Humen was not to capture 

Canton, but to cut off foreign aid to the Chinese from Hong Kong. For the good cooperation between Humen fortress 

and Guangdong Navy, China won the naval battle. On the day of the “9·14” naval battle, Japanese Navy dispatched 

five warships, and Guangdong Air Force also dispatched the combat. In the naval battle, a Japanese Navy destroyer was 

sunk by Chinese Navy, and the captain of “Zhao-He” Cruiser Fang Nianzu did not run away from the battl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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